
 

前端污染治理与我国企业的就业吸纳
—基于拟断点回归方法的考察

张慧玲，盛    丹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现有关于环境管制与就业的研究大多忽略了环境管制类型之间的经济效应差异，集中

于研究末端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环境管制政策，其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较

大的差异；相比于末端环境管制，前端污染治理更多地涉及企业资本投入增加对就业的多渠道影

响，更加错综复杂。鉴于此，文章将 2001−2005 年我国省区层面的清洁生产政策作为外在冲击，并将

就业在行业间的再分配效应纳入分析范畴，运用拟断点回归方法，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前端污染治理

对我国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作用的微观机制。实证结果显示：（1）总体上，前端污

染治理对就业产生了正向作用，提高了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2）从影响机制看，前端污染治理主要

通过正向的规模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提升了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具体表现为：前端污染治理通过

激励企业更新生产设备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这一效率提升效应大于生产成本增加效应，

最终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的就业；通过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前端污染治理使得具有一

定规模的高效率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进而使整个市场吸纳了更多的就业。（3）从影响的异质性来

看，前端污染治理的正向影响主要作用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上述结论对于

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有效调整就业方向，实现环境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

要的政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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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不仅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团

结。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3−2016 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 1 300 万人以上，全国城

镇登记失业率均在 4% 以上，31 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更是保持在 5% 左右。这意味着在我

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就业情况并不乐观。据本文统计，2007−2015 年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与

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平均就业量均由增长转为下降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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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划分参照国务院 2007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明确我国 11 个重污染行业分别是：造纸及纸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食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我国污染密集型

行业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统计数据（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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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就业增长面临很大挑战的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据《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 2015》显示，2015 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 685 190 亿 m3，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1 859.1 万

吨，烟尘排放总量为 1 538 万吨。据《2015 年中国气候公报》披露，2015 年我国共出现 11 次大范

围、持续性霾过程。如此范围广、污染程度重的雾霾天气严重危及人民的身体健康。治理污染、

保护环境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加大环境治

理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那么，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就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对

该问题的解答，对于我们有效地协调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本文统计，2007−2015 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年平均行业就业人数远高

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数。由此可知，我国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响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环境管制与就业关系的讨论，部分文献以某一污染行业为例，研究环境管制与就

业的关系。Gray 等（2014）和 Liu 等（2017）分别以美国造纸业和中国江苏地区纺织印染企业为例，

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使得就业量有小幅下降。Ferris 等（2014）以电力行业为例，但是研究结果与上

述文献并不一致，发现公共事业可以利用法规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就业的总体影响。

然而，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污染行业的劳动力可能转移到其他行业。因此，针对于某一具体行

业的研究可能忽略了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再分配问题，会夸大或低估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

响。例如，Tsuyuhara（2015）扩大了研究行业范围，发现能源税并没有对就业造成不利影响，而且

使劳动力从污染重的能源密集型行业转移到劳动效率更高的清洁生产行业。Walker（2013）以美

国清洁空气法案为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产生了明显的劳动力部门间再分配成本。Greenstone（2002）

也针对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研究发现环境管制潜在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损失了就业。但

是，Berman 和 Bui（2001）针对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监管，研究发现成本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劳动

力的需求，可能还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具体到中国，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行业层面的分析，探讨产业层面宏观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陈诗一（2010）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 38 个两分位行业未来

40 年的节能减排双赢情景进行预测，发现节能减排一开始会造成较大的潜在生产损失，但这种

损失会逐年降低，最终会低于潜在产出增长，从而实现双赢。陆旸（2011）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行业数据模拟了中国的减排与就业“双重红利”问题，认为通过税收体系改革还难以在短期

内获得减排和就业的“双重红利”，但是改革税收体系以发展中国低碳经济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忽略了环境管制类型之间的经济效应差异，集中于研究末端环境管制

对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环境管制政策，其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Jaffe 和

Stavins，1995；Milliman 和 Prince，1989）。一般而言，环境管制政策可以划分为末端环境治理和前

端污染治理两种类型。末端环境治理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基本思想，通过对污染物的稀释、

掩埋等处理方式，以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末端环境治理的方式不仅导致治污成本的快速攀升

（刘伟明，2014），而且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为未来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留下隐患。而前端

污染治理将“末端治理”为主的环保战略调整为以“前端预防”和“全程预防”为主的环保战略

（殷杉，2003），将污染处理转变为对生产全过程的控制，从源头上削减污染物的产生。从直观上

看，两种政策都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降低企业的产

出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一国范围内的失业问题。但事实上，相比于末端环境管制，前端污染治

理要求淘汰技术落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生产工艺设备，优先采用能源利用效率高、污

染排放量少的生产工艺，更多地涉及企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对就业产生多渠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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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污染治理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洁生产政策，其包含三个要求：采用清洁的能源、生

产过程清洁化和生产清洁的产品。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产生，而且能够激励企业积极进

行开发、研制和更新清洁的生产技术，从而有利于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率，提升企业的生产

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采用 2000−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省份

层面的清洁生产政策为例，基于拟断点回归方法研究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并探讨其作

用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前端污染治理对我国就业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对内在机制分解

显示：（1）前端污染治理引导企业更新先进清洁的生产设备，加大研发投入，通过企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最终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2）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形成资本对劳

动的替代，即替代效应并没有起作用。（3）从市场动态角度来看，前端污染治理使得具有一定规

模的高效率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从而提高了整个市场的就业量。此外，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

影响具有异质性，主要提升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就业水平。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清洁

生产政策为例，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我国微观企业就业的影响。①现有关于环境管制的文献虽然

探讨了其对就业的影响，但大多集中于考察末端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响（Berman 和 Bui，2001；

Greenstone，2002；陈媛媛，2011；王勇等，2013；Ferris 等，2014；赵连阁等，2014；Liu 等，2017）。与本

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文献为张彩云等（2017），其虽然采用了企业级数据，考察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洁

生产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该文献主要是针对重点污染行业的就业考察，没有将就业在行业内

的再分配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为此，本文一方面将研究视角转向前端污染治理，探究其作用的微

观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从微观企业角度进行分析，不仅涵盖了行业间的就业再分配效应，而且能

更有效地反映企业微观主体的就业调整和变动。这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前端污染治理政策

的作用，有效调整就业方向、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其次，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采用拟断点回归方法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各省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年份并不一致，因

此我们可以根据政策时间的差异，界定相应的对照组和处理组；另一方面，实施清洁政策的省份

与邻近省份，在经济和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由于行政区域分界线两边清洁政

策的实施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就业差异。因此，本文采用拟断点回归方法，既能利用断点回归

更接近于准自然实验的优势，以此来界定处理组和对照组，又能利用倍差法将可能存在的省份

间不可观测的因素差分掉，更好地控制内生性的问题，从而更加有效地识别前端污染治理对就

业的影响。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清洁生产政策介绍；第三部分为计量模

型；第四部分对数据、指标构建和特征化事实进行说明；第五部分为计量结果分析，包括基本回

归结果、内在机制分解、有效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最后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清洁生产政策

（一）理论分析

本文在 Berman 和 Bui（2001）关于环境管制与就业的局部静态均衡模型（Brown 和 Christensen，

1981）基础上，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Brown 和 Christensen（1981）的局

部静态均衡模型可以将不变要素设置为外生约束，如环境管制，而不仅是求解成本最小化。因

此，依据 Berman 和 Bui（2001）的理论分析框架，减排成本为不变要素投入，包括减排的资本投入

和用于减排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投入。生产经营用的劳动力、中间品和资本投入为可变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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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企业就业是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为了表达方便，以下都简称为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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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下，企业的可变成本函数为：

CV = F(Y,P1, · · · ,PL,Z1, · · · ,ZM) （1）
Pl Zm其中，Y 是产出，  是可变要素的价格， 是不变要素投入的数量。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可变

要素中就业的需求是其价格、产出和不变要素投入品数量的函数，也即：

L=α+ρYY +
L∑

k=1

γkPk+

M∑
q=1

βqZq （2）

由此，环境管制（ER）对就业需求的影响可表示为：

dL
dER

= ρY

dY
dER

+

L∑
k=1

γk

dPk

dER
+

M∑
q=1

βq

dZq

dER
（3）

式（3）右边第一项表示环境管制通过产出渠道影响就业。传统观点认为环境管制会提高企

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产出。但是，如果环境管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投资，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那

么产出反而会随着环境管制的实施而提升，最终增加企业的就业（Berman 和 Bui，2001；Morgenstern

等，2002）。就末端治理而言，其处理污染的方式大多为转移和掩埋，污染治理成本的增加，往往

会对产出产生负向作用。不同于末端治理，前端污染治理将污染治理与生产过程相结合，通过强

制和激励相结合的手段，引导和激励企业淘汰污染严重的生产设备，采用更加清洁先进的生产

工艺。伴随着一系列技术的改进，前端污染治理反而会提升企业的生产规模，刺激就业。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前端污染治理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和生产效率，从而对就业产生正向的生产规模效应。

同时，式（3）右边第一项还存在一种极端情况，即部分已存在企业退出了市场，产出 Y 为 0，

而新进入的企业均具有较高的产出 Y。因此，从市场动态角度看，环境管制通过增加企业的成

本，提高了市场的进入门槛，使得高效率的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而这些高效率企业通常更具有

规模优势，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前端污染治理通过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使得更具规模优势的高效率企业进入和存

活，从而吸纳更多的就业，形成市场选择效应。

βq

在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形下，受环境管制的厂商对市场价格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式（3）

右边第二项约等于 0。式（3）右边第三项反映了环境管制所采取的治污措施以及治污措施与劳动

力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就业的影响。显然，治污成本会随着环境管制程度的加深而提高，

即 dz/dER 为正值，但是 系数的正负符号取决于劳动力与治污措施之间的关系（替代或互补）。

对于前端污染治理，劳动力与治污措施之间的关系依然无法从理论上判断，需要进行经验研究。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3：在前端污染治理下，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取决于劳动力与治污措施之间的替代

性，且有待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二）清洁生产政策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工业清洁生产政策汇编》，2001−2005 年我国部分省份相继颁布了

清洁生产政策，但是各省颁布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证据表明，严格的环境管制和执法依

然是企业改善环境的首要驱动力（Greenstone 和 Hanna，2014）。为此，本文依据强制进行清洁生产

审核的时间来调整政策的实施时间。此外，在拟断点回归框架下，控制组选取的范围限定为与实

验组相邻的未实施该政策的省份。因此，本文依据是否存在未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相邻控制组

省份来选取实验组省份。最终，以强制进行生产审核和存在相应的控制组为标准，发现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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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共有 15 个省份实施了清洁生产政策。①

同时，拟断点回归模型涉及样本“带宽”范围的选取。②根据我国的地理特征，部分省份边界

处地势险要，两侧的企业可能处于隔绝状态，可比性差。有必要选择一个较小的带宽以保证实验

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的特征相似性，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样本量，因此本文选取 50 km 带宽作为

基本带宽。在这一带宽范围内，恰好剔除了处于复杂地势的新疆边界线，从而保证了边界线内外

企业特征的相似性。最终，在 50 km 带宽范围内，本文共得到 10 个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

三、计量模型

拟断点回归方法（Pseudo-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将断点回归方法与双重差分方法相

结合，不仅可以利用断点两边分组的随机性，而且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在拟断点回归框架下，核心变量包括指派变量（assignment variable 或 forcing variable）、处理变量

（treatment variable）和结果变量（outcome variable）。其中，处理变量由指派变量是否超过某断点决

定。本文将实验组企业与省份边界线的距离设为正值，将对照组企业与省份边界线的距离设为

负值，处于边界线上的企业距离则为 0，即为断点。我们根据该距离组建了指派变量 x。处理变

量 D 完全由指派变量 x 是否超过断点值来决定：

D =
{

1 i f x ⩾ 0
0 i f x < 0

（4）

本文采用拟断点回归模型估计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回归函数形式如下：

yitz = α+βDiz× postt +λt +λc+εit （5）

yitz

postt

λt λc

β

其中， 表示在 z 区域内（带宽范围内）企业 i 在 t 年的就业对数值，D 表示在 z 区域内的处理变

量。由于本文以清洁生产政策为例，考察前端污染治理的就业效应，因此 表示实施清洁生产

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清洁生产政策实施前的年份取值为 0，其他年份取值为 1。 和 是年份和

省份固定效应。在断点附近，对式（5）回归的系数 ，即为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局部平均处理

效应。

此外，根据数据特征，本文运用边界断点回归模型检验前端污染治理的市场选择效应。

Hahn 等（2001）提出使用局部线性回归（local linear regression）估计断点回归模型，这样能够使估

计值更加接近真实处理效应，减少了估计的偏误。因此，本文的边界断点回归模型采用局部线性

回归方法，即将下列函数最小化：

min
{α,β,δ,γ}

n∑
i=1

K [(xi− c)/h]
[
yi−α−β (xi− c)−δDi−γ (xi− c) Di

]2 （6）

K(·) xi其中， 为内核函数，h 为带宽，c 为断点， 为指派变量。在断点回归中，较常用的核函数包括三

角内核（triangular kernel）、均匀内核（uniform kernel）和 epanechnikov 内核。其中，采用均匀内核相

当于采用标准 OLS 估计，等价于参数回归。根据 Lee 和 Lemieux（2010）的观点，三角内核是对局

部线性回归进行边界估计的最优选择，因而本文使用三角内核估计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将均匀

内核和 epanechnikov 内核作为稳健性检验以供参考。对于最优带宽的选择，本文依照 Imbens 和

Kalyanaraman（2012）的做法，将最小化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即 mse）作为选择最佳带宽的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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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 2001−2005 年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清单（备索）。

② 带宽是指用于回归的观测值距离断点处的“窗”的宽度。这一宽度限定了断点两侧观测值的选取范围。如本文选取 50km 带宽，即指只

选取距离断点 50km 内的观测值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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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指标构建和特征化事实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数据是来自工业与信息化部的《工业清洁生产政策汇

编》。该文件包括了 2010 年前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信息，并且各省份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

时间各不相同。为保证本文的样本量，我们选取了 2001−2005 年实施地方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

作为实验对象。第二部分数据是关于行业层面的变量，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包括行业煤炭消费量（万吨标准煤）、行业固定资产（亿元）、行业全部从业人员（万人）和行业工业

总产值（亿元）。①第三部分数据是来自 2000−2006 年工业企业库的数据。该数据涵盖了全部国

有企业及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信息，包括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行业类

别和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的信息。我们参考 Brandt 等（2012）的做法，对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

（1）构建面板数据；（2）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企业的实际资本存量；（3）删除企业员工少于 8 人、流

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样本；（4）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和注册资本调整企

业的所有制属性；（5）统一将行业代码调整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6）采用

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工业总产值填补了该数据库 2004 年缺失的工业总产值。需要说明

的是，各个省份从 2001 年开始相继实施清洁生产的相关政策。在拟断点回归框架下，处理组与

其相应的对照组是相邻的两个省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对照组变为处理组，尤其是

到了 2006 年，可选用的对照组急剧减少，这严重影响了本文的样本量。为了保证样本量，本文将

实验对象限定为 2006 年前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并且将 2006 年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

从样本中剔除，从而将数据时间跨度限定为 2000−2006 年。

（二）指标构建

1. 指派变量构建

在拟断点回归中，本文的指派变量为企业与省份边界线之间的距离。本文依据企业地址信

息，通过百度地图计算距离变量（x）。首先，依据百度地图将企业的地址转换为企业的经纬度；其

次，通过百度地图获取省份边界的经纬度，这些省份包括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以及与其相

邻的未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最后，测算企业的经纬度与省份边界不同经纬度之间的距离，

取其中的最小值作为企业与省份边界线之间的距离。本文将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省份内的企业距

离设置为正数，将未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省份内的企业距离设置为负数，则省份边界上的距离值

为 0，即为断点。

2. 企业层面变量

本文以企业特征变量作为经营活动的考察指标，具体包括企业流动资产比率（liq_ratio）、固

定资产周转率（fixed_turnover）、负债率（lia_asset）和企业利润率（profit_ratio）。其中，企业流动资

产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固定资产周转率为销售产值与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

比值，反应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利用效率；负债率为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公司利用债权

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利润率为销售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利润完成情

况和经营管理水平。

（三）特征化事实

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通过图 1来对比分析在断点左右两边 50 km 区域内企业就

业水平的差异。图 1 中的散点代表在箱体范围内企业就业的平均值，使用平均值能更好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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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的噪音。图中的曲线代表对断点前后

的所有散点进行非线性回归所得到的因变量的

拟合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断点处，实验组企业

的就业水平有明显向上跳跃的倾向。这意味着

企业可能因外生政策冲击而增加了就业吸纳量，

或者因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需要而扩大了就业

规模。

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企业特征变量在断点

处的变化来判断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断点处的变

化情况，并以此来初步推断引发企业就业规模变化的原因。图 2 是企业特征变量在断点左右 50 km
区域内的变化图，散点代表在箱体内变量的均值，曲线代表对断点前后的所有散点进行回归所

得到的变量拟合值。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变量在断点处并没有明显的跳跃。这说明在断点处，

企业的经营活动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就业规模

的扩大。

五、计量结果

（一）基本结果

本部分通过经验研究验证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表 1 为其相应的回归结果。首先，

模型（1）中 D×post 的系数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保持在 0.139 的水平上。这说明前端污染治

理政策的实施扩大了企业的就业规模。其次，模型（2）将能够代表企业特征的变量和企业所有制

的类别变量（ownership）作为协变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在拟断点回归模型中加入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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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而且还可以降低回归结果的抽样变异性，令估

计值更接近真实值。此外，模型（3）进一步加入了行业的虚拟变量，以考察在控制了行业差异后，

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省份时间趋势，以控制各省的

时间趋势，从而排除实验组与对照组省份的发展不一致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模型（1）−模型（4）均

采用 50 km 作为基本带宽，模型（5）将带宽更改为 25 km。模型（1）−模型（5）的回归系数均在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提升作用是稳健的。

（二）影响机制分解

前端污染治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企业的就业水平。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就前

端污染治理政策对就业的规模效应、市场选择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一一验证。

1. 规模效应

首先，本文采用拟断点回归方法验证前端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如果

前端污染治理是通过正向的规模效应提升了企业的就业水平，那么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会得到

相应提升。本部分就企业生产率水平和生产规模进行一一验证。此外，为排除市场选择效应这

一影响渠道，本部分将样本限定为政策实施前一年存在且在政策实施后一年一直存在的企业，

采用平衡面板数据。其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依据 Olley 和 Pakes（1996）方法计算得到。对生

产率的考察结果参见表 2 中的模型（1）−模型（3）。模型（1）与模型（2）选用 50 km 带宽，模型（3）更

换为 25 km 带宽。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模型（3）的回归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前端污染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企业效率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只有效率提升效应大于成本增加

效应时，前端污染治理才会对就业形成正向规模效应。为此，我们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

业产出的对数值（lnoutput），以检验企业生产规模的变化。结果参见表 2 中的模型（4）−模型（6）。

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将带宽从 50 km 更换为 25 km。从回归结果来看，D×post 的系数均在

表 1    基本回归结果

（1） （2） （3） （4） （5）

D×post
0.139**

（0.057）
0.139*

（0.069）
0.120*

（0.058）
0.087**

（0.034）
0.130***

（0.033）

liq_ratio −0.162
（0.094）

−0.164*

（0.079）
−0.166*

（0.080）
−0.221**

（0.101）

fixed_turnove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a_asset
0.265***

（0.058）
0.243***

（0.058）
0.248***

（0.060）
0.319***

（0.072）

profit_rati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ownership
−0.103**

（0.042）
−0.109***

（0.035）
−0.111***

（0.035）
−0.103**

（0.039）

_cons
5.199***

（0.048）
5.307***

（0.093）
5.749***

（0.184）
318.276***

（8.141）
273.269***

（17.05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6 923 83 067 83 067 83 067 36 735

adj. R2
0.057 0.076 0.146 0.150 0.156

　　注：（1）*、 **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集聚（省份水平）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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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前端污染治理不仅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生产效率的

提升效应大于成本增加效应，从而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增加了就业量。

2. 市场选择效应

其次，本文通过进入退出机制来验证前端污染治理的市场选择效应。对于企业进入退出市

场的界定，本文采用“三年判断准则”。①根据数据特征，存在间断存在企业，如果将这些企业纳入

新进入企业可能导致分析偏误，本文将其划分为持续存在企业。此外，该部分样本无法运用拟断

点回归模型，均采用断点回归模型，并用企业生产率衡量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市场表现。

表 3 中的模型（1）−模型（4）为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生产率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虽然

退出企业的生产效率没有显著变化，但控制实验组中新进入企业明显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

意味着前端污染治理使得效率高的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从而提高了市场的整体生产效率。

表 2    前端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D×post
0.015**

（0.007）
0.016**

（0.007）
0.018**

（0.007）
0.130*

（0.067）
0.133*

（0.066）
0.184***

（0.052）

liq_ratio
0.056***

（0.012）
0.056***

（0.013）
−0.032
（0.065）

−0.006
（0.074）

fixed_turnove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a_asset
−0.035***

（0.012）
−0.041***

（0.010）
0.088

（0.083）
0.226***

（0.066）

profit_ratio 0.025
（0.016）

0.198***

（0.047）
0.123

（0.106）
0.986*

（0.490）

ownership
0.008***

（0.002）
0.006**

（0.002）
−0.040
（0.034）

−0.039
（0.035）

_cons
0.754***

（0.002）
0.721***

（0.011）
0.725***

（0.014）
10.040***

（0.039）
10.118***

（0.101）
10.094***

（0.11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189 17 160 7 589 19 508 18 396 8 142

adj. R2
0.110 0.133 0.150 0.051 0.057 0.093

表 3    前端污染治理的市场选择效应检验②

（1） （2） （3） （4） （5） （6） （7） （8）

样本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带宽（ km） 58 43 112 103 40 25 72 104

就业的跳跃 0.143** 0.124*
0.024 0.046 0.220*** 0.158*

0.065 −0.008
（0.072） （0.070） （0.044） （0.048） （0.081） （0.087） （0.178） （0.117）

核分布函数 triangular uniform triangular uniform triangular uniform triangular uniform

带宽准则 mse mse mse mse mse mse mse mse

协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9 779 6 872 9 858 4 093 6 395 3 724 5 254 8 765

样本量 63 348 63 348 23 274 23 274 63 348 63 348 23 274 2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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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年判断准则是指通过对企业进行三年的观察来判断企业的状态：新进入企业是指前一期不存在，而当期和后一期均存在的企业；在

位企业是指三期均存在的企业；退出企业是指前一期和当期存在，而后一期不存在的企业；仅存在一年的企业是指仅在当期存在的企业。

② 采用 50km 带宽以及更换核函数为 epanechnikov 的回归结果均与表 3 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报告详细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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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分析市场选择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新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其生产

规模是否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这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就业量。为此，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

业产出的对数值。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3 中的模型（5）−模型（8）。从回归结果来看，实验组新进

入企业明显具有更大的生产规模，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而退出企业在生产规模上并没有显著

变化，这与退出企业的生产率表现相一致。这说明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市场选择效应主要表

现为提高企业进入门槛，使新进入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从而吸纳更多的就业。

3. 替代效应

由前端污染治理引发的技术改进不仅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正向的规模效应，从而

促进就业，还会从反方向形成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造成就业损失。因此，我们采用资本与劳

动之比的变化来考察要素间的替代关系，并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值（k/l），即固

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具体估计结果参见表 4。在表 4 中，

模型（1）与模型（2）选用 50 km 带宽，模型（3）与模型（4）将带宽更换为 25 km。从回归结果来看，模

型（1）−模型（4）中 D×post 的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前端污染治理引致的技术改进

并没有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即没有造成就业损失。

综上所述，前端污染治理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提升了企业的就业水平。前端

污染治理激励企业通过研发和技术升级以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虽然研发和设备投入增加了

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但是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并且生产率提升效应要大于成本增

加效应，最终使得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正向的规模效应。而且从市

场动态角度看，前端污染治理使得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效率企业进入，提高了市场的生产效率和

规模，进而使整个市场吸纳了更多的就业。此外，企业技术的改进，并没有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替

代效应，从而避免了就业损失。

（三）有效性检验

拟断点回归模型结合了断点回归与倍差法的思想，该模型的成立暗含着如下假设：断点附

近的分组是随机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相似性；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

表 4    前端污染治理的替代效应检验

（1） （2） （3） （4）

D×post
−0.106
（3.014）

0.426
（3.512）

−1.946
（2.943）

−1.176
（3.817）

liq_ratio
−145.293***

（10.460）

−141.371***

（8.739）

fixed_turnover
−0.154***

（0.051）

−0.254***

（0.062）

lia_asset
3.245

（2.821）

5.423
（5.019）

profit_ratio
−0.013***

（0.000）

−0.013***

（0.000）

ownership
−6.067***

（1.402）

−4.970**

（1.818）

_cons
76.778***

（1.564）

162.311***

（6.627）

86.397***

（1.452）

169.006***

（6.63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4 997 81 344 37 383 35 913

adj. R2
0.024 0.173 0.026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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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具有相同的就业趋势。为此，本部分对以上假设进行一一验证，并就断点位置、预期效应和“两

控区”政策干扰加以检验。

1. 协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如果企业特征变量在断点处发生了明显的跳跃，那么就业在断点处的跳跃就不能完全归因

于前端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本文的因果推断也就失去了效力。为此，我们一方面在特征化事实

中已通过画箱体内平均值的散点图和拟合曲线鉴定了企业特征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另一方

面本部分进一步运用拟断点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特征变量，并依次检验其在断

点处的连续性。表 5 报告了拟断点回归模型下企业特征变量在断点处的 D×post 系数估计值。列

（1）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列（2）加入了企业所有制变量和行业固定效应。列（3）与列（4）在

列（1）与列（2）的基础上将带宽从 50 km 更换为 25 km。结果显示，所有回归结果均在统计水平上

不明显。这说明特征变量在断点处是连续的，即本文的估计结果有效。

2. 个体对指派的精确控制检验

在采用拟断点回归模型时，如果个体事先知

道分组规则，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控制指派变量，

那么个体则可以自行选择进入处理组或控制组，

导致在断点附近的内生分组失去随机性，进而引

起拟断点回归失效。为此，我们需要检验个体能

否精确操控指派。本文采用 McCrary（2008）的方

法，检验指派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若密度函

数分布不连续，则可能存在对指派的精确操控，

否则可认为没有精确操控。图 3 是指派变量的

密度函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企业与省份边界之间的距离变量在断点处并没有显著跳跃。这

说明指派变量在断点处的分布是连续的，个体并不能精确操控指派变量，即本文的回归结果有效。

3. 平行趋势检验

拟断点回归模型兼具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

法的特征。因此，我们的模型不仅要满足断点回

归的假设条件，也有必要检验企业就业的时间趋

势，以保证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定成立。如

果在实施清洁生产政策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不

具有相同的就业趋势，那么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

果就会失效。为此，我们将年份拆分成每一年的

虚拟变量，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回归估

计，根据其估计系数画出对应的就业时间趋势

图。从图 4 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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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指派变量的密度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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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就业的时间趋势

表 5    协变量连续性检验

（1） （2） （3） （4）

liq_ratio 0.008（0.008） 0.009（0.008） 0.006（0.010） 0.009（0.010）

fixed_turnover 1.479（2.556） 1.409（2.494） 3.753（3.731） 3.568（3.880）

lia_asset 0.002（0.031） −0.003（0.025） −0.011（0.028） −0.014（0.023）

profit_ratio −0.541（0.522） −0.592（0.604） −0.662（0.925） −0.766（1.048）

  2019 年第 1 期

•  68  •



对照组的就业趋势基本是平行的；在政策实施当年，实验组的就业趋势从下降变为上升，与对照

组的就业趋势呈反向变化。这说明本文的双重差分法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4. 断点位置检验

在拟断点回归中，我们将−25 km 和 20 km 处假定为断点进行回归，比较真实断点与假定断点

处的回归结果差异。①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6 中的模型（1）和模型（2）。在表 6 中，断点位置−25
km 表示将−50 km 至−25 km 的区域与−25 km 至 0 km 的区域相比较，由于在−25 km 这一假设断点

处并没有真正实施清洁生产政策，因此在−25 km 这一断点处的回归系数应该不存在显著变化。

从回归结果来看，−25 km 和 25 km 处 D×post 的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在省份边界

处的确存在断点特征，满足拟断点回归的基本假设。

5. 预期效应

在清洁生产政策开始正式实施前，当地企业可能会预期到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并在该政

策实施前就开始采取措施。为此，我们将政策实施前的预期效应加入模型，进一步检验本文的估

计 结 果 是 否 存 在 偏 误 。 回 归 结 果 参 见 表 6 的 模 型 （3） 和 模 型 （4） 。 其 中 ，D×pre1、D×pre2 和

D×pre3 分别是政策实施前一年、前两年和前三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与实验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3）与模型（4）中 D×post 的估计结果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

D×pre1、D×pre2 和 D×pre3 的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

并没有受预期效应的影响，所估计的回归系数是可信的。

6. “两控区”政策影响的检验②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政府不仅颁布实施了地方清洁生产政策，而且早在 1998 年就颁布实

施了“两控区”政策，考虑到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城市与地方清洁生产政策的省份有交叉，我们

有必要排除“两控区”政策措施对前端污染治理的就业效应的干扰。鉴于此，本文将“两控区”城

市的虚拟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以进一步验证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参

见表 6 中的模型（5）和模型（6）。其中，变量 TCZ 表示“两控区”城市的虚拟变量。从回归结果来

看，D×post 的系数值在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两控区”政策的影响后，前

端污染治理依然有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水平，而且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断点位置、预期效应和“两控区”政策冲击检验

（1） （2） （3） （4） （5） （6）

断点位置检验 预期效应检验 “两控区”政策冲击检验

D×post
−0.044
（0.079）

0.045
（0.040）

0.198**

（0.088）

0.231**

（0.093）

0.146*

（0.078）

0.168**

（0.070）

D×pre1
0.090

（0.093）

0.079
（0.082）

D pre2 0.061
（0.072）

0.035
（0.065）

D×pre3 −0.002
（0.083）

0.018
（0.067）

TCZ −0.114
（0.072）

−0.164**

（0.063）

liq_ratio
−0.022
（0.133）

−0.276**

（0.102）
−0.162
（0.094）

−0.233**

（0.108）
−0.174
（0.102）

−0.208*

（0.117）

张慧玲、盛    丹：前端污染治理与我国企业的就业吸纳

① 断点位置检验是采用 Lu 等（2016）的方法，将断点两边−100km 至 75km 的区域划分为长度均为 25km 的 7 个等分区域，将相邻两个区

域的边界假定为断点进行回归。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报告了假定断点为−25km 和 25km 处的回归结果，其他假定断点处的回归结果均与其

保持一致（备索）。

② 1998 年我国实施了“两控区”（特指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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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拓展分析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本部分将 D×post 项与 exposure 相

交乘，构建三重差分项，通过三重差分方法考察其对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影

响差异。其中，exposure 为企业异质性指标，包括行业污染密集度和企业规模。此外，我们还分样

本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异质性。

1. 不同污染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

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相比，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程度更高，对清洁生产政策更加敏感。因

此，有必要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影响异质性。其中，我们依据 2003 年、

2005 年和 2006 年的行业年均污染密集度刻画行业的污染密集程度。其中，行业污染密集度用行

业 煤 炭 消 费 量 与 行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值 表 示 。 原 因 在 于 ： 一 方 面 ， 根 据 2013 年 IEA Coal
Information 的报告，全国范围内约有 80% 的电力和 70% 的能源来自煤炭，煤炭的污染排放量远

高于其他化学染料的污染排放量；另一方面，这一指标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检验（Hering 和 Poncet，
2014）。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7 中的模型（1）和模型（2）。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post×exposure
的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行业污染程度的加深，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提

升作用也越明显。这意味着，相较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

提升得更加明显，就业也随之增加。

2.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企业规模不同，其技术改进所产生的效益也有较大的差异。规模越大，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和

技术改进的分摊成本越小，而技术改进所带的规模效益却越大，由此获利更多。鉴于此，我们利

用企业规模与 D×post 的交互项，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不同规模企业就业量的影响。企业规模采

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对数值表示。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7 中的模型（3）和模型（4）。

从回归结果来看，D×post×exposure 的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企业规

模的上升，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提升作用越大，即大企业的就业增长要快于小企业的就业增长。

3. 不同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差异

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相比于外商企业和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不仅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会承担部分的社会职能。而就业问题不仅关系着

续表 6    断点位置、预期效应和“两控区”政策冲击检验

（1） （2） （3） （4） （5） （6）

断点位置检验 预期效应检验 “两控区”政策冲击检验

fixed_turnove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a_asset
0.250***

（0.039）
0.273**

（0.099）
0.265***

（0.058）
0.327***

（0.073）
0.258***

（0.071）
0.288***

（0.088）

profit_ratio
0.003*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ownership
−0.121***

（0.034）
−0.088
（0.070）

−0.104**

（0.042）
−0.088*

（0.049）
−0.103*

（0.048）
−0.087
（0.058）

_cons
5.153***

（0.134）
5.322***

（0.127）
5.286***

（0.098）
5.193***

（0.149）
5.329***

（0.107）
5.257***

（0.164）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 496 46 571 83 067 36 735 71 181 31 213

adj. R2
0.064 0.078 0.077 0.084 0.082 0.096

　　注：（1）模型（1）与模型（2）的断点位置分别在−25 km 和 25 km 处，其他模型的断点位置均在 0 km 处；（2）模型（3）与模型（5）选用的

带宽为 50 km，模型（4）与模型（6）选用的带宽为 2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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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而且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前端污染治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的影响也可能

有差异，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基于此，本文依据企业所有制的差异，将样本划分

为国有企业、外商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差异。具体回归结

果见表 7。模型（5）和模型（7）分别采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D×post 系数在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而模型（6）中外资企业的就业没有发生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在前端污染治理中，国有企

业的就业显著增加，而民营企业次之。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我国相继实施了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进而也引发了关于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争论。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

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否会因此削减生产规模，从而造成就业损失？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末

端环境管制的经济效应，而忽略了前端污染治理的经济效应差异。本文将研究视角从末端环境

管制转向前端污染治理，以清洁生产政策为例，运用拟断点回归方法考察前端污染治理在改善

环境问题的同时，是否也会引起我国的失业问题，并详尽地探讨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就业起到了正向提升作用，说明

前端污染治理并没有造成就业损失，反而对就业有促进作用。此外，经过一系列的有效性检验，

我们还证明了本文的结果是有效的和稳健的。（2）从影响机制来看，前端污染治理主要通过正向

的规模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提升了企业就业。该政策激励企业更新生产设备，虽然增加了企业

的生产运营成本，但是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并且生产率提升效应要大于成本增加效应，

最终导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形成正向的规模效应。同时，前端污染

治理使得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效率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整个市场吸纳了更多的就业量，从而形

成正向的市场选择效应。此外，企业的技术改进，并没有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从而避免

表 7    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差异

（1） （2） （3） （4） （5） （6） （7）

D×post×exposure
0.061***

（0.019）

0.063**

（0.025）

0.063***

（0.012）

0.064***

（0.010）

D×post
0.130**

（0.049）

−0.018
（0.084）

0.099*

（0.052）

liq_ratio
−0.133
（0.097）

−0.201*

（0.113）

−0.102
（0.087）

−0.166
（0.118）

0.139
（0.138）

−0.028
（0.147）

−0.160**

（0.072）

fixed_turnove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lia_asset
0.265***

（0.057）

0.323***

（0.072）

0.260***

（0.057）

0.321***

（0.073）

0.065*

（0.032）

0.470***

（0.071）

0.325***

（0.058）

profit_ratio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1***

（0.006）

−0.002
（0.020）

ownership
−0.096**

（0.041）

−0.080
（0.048）

−0.099**

（0.042）

−0.085*

（0.048）

_cons
5.299***

（0.099）

5.221***

（0.153）

5.159***

（0.096）

5.073***

（0.147）

4.746***

（0.073）

4.915***

（0.114）

4.782***

（0.1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2 869 36 689 83 067 36 735 16 698 2 262 59 339

adj. R2
0.078 0.085 0.093 0.101 0.035 0.075 0.061

　　注：（1）模型（1）、模型（3）、模型（5）−模型（7）选用的带宽为 50 km，模型（2）与模型（4）选用的带宽为 25 km；（2）对于所有制影响差

异，模型删除了企业所有制协变量，且限于篇幅，未报告 25 km 带宽的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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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业损失。（3）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主要作用于污染密集型

行业、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

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有效调整就业方向，实现环境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前端污染治理着重于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全控制，激励企

业改进生产技术，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因此，继续深

化和推行前端污染治理政策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而且是实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

重要举措。本文研究还显示，前端污染治理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清

洁生产政策时，要考虑行业间的差异，要通过一定的优惠激励政策，将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纳入政

策影响范围内。此外，政府要加大对小规模企业的技术升级引导，充分发挥前端污染治理政策的

规模效应，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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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and Jobs:
A Pseudo-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

Zhang Huiling,  Sheng Dan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Summary:  With the continuous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terioration，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
ted vari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which lead to a series of debat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e of the main arguments i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greatly in-
creased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ng cost of enterprises，and companies pursuing profit maximization have to
reduce the scale of production，which may result in the loss of employment.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relat-
ing to this point ign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ypes，mainly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ermin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on employment. In fact，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s have different mechanisms and economic effects.
　　This paper tur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ermin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to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Specifically，we take the clean production polic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05 as a policy shock，employ the method of pseudo-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on jobs of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and explore the micro-mechanism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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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The pseudo-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and re-
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which can not only use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 to define the treat-
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aking advantage of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but also utilize the differ-
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clude the effect of unpredictable factors，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and
more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on employ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on the whole，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In term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update their production equipments and enhance thei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lthough the pro-
duction and operation cost and the efficiency gains are both increased，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cost increase effect，which eventually expands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provides more jobs.
At the same time，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have enabled a certain number of highly efficient enter-
prises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survive，and the entire market has created more jobs. In addition，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has not produced a capital substitution for labor and avoided job losses. Finally，the positive im-
pac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mainly exists in heavily-polluting industries，large-scale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a series of validity tests，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proved to be ef-
fective and robus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xecute and deepen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policies，effect-
ively relieve employment pressure，and achiev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
opment. When formulat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 policies，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het-
erogeneity of industries and provide effective policy guidance for upgrading small-scale enterprises’ technology.

Key words:  pollution prevention regulations；  pseudo-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clean production

policy；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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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origin，transmission，intensification and triggering factors of the econom-

ic crisis，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What the cyclical expansion and constriction of credit is

mainly due to is not the government’s improper policies but the merchant’s impulse of pursuing profits.

Moreover，the expansion and constriction of credit only plays a role in fuelling and intensifying the economic

crisis. In other words，the economic crisis is more root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an in exogenous

shocks. Just because the economic crisis cannot be avoided in the pure market economy，this paper gives such

a policy implication：to alleviate and avoid the economic crisis，we should not let the market run freely at all，

but amend and perfect the market mechanism，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tournament pricing system to avoid the trend of social income stratification，so as to establish and im-

prove the self-discipline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economic cycle； market pricing system； income distribution； credit； Austri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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